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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砀山汉墓墓塞石刻考察

【内容摘要】芒砀山汉墓出土的墓塞石刻是西汉时期重要的文字遗存。这些墓塞石的石料主要采自保安山西南侧，塞

石石刻多分布于保安山二号墓，保安山柿园墓，窑山二号及僖山一、二号墓。塞石刻字较少，以十余字较为常见，刻

文内容涵盖墓石位置、尺度、完工日期、石工姓名及职官等信息，这些塞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汉诸侯王陵墓的营造

制度。书体则呈现出篆书向隶书过渡的演变轨迹，兼具篆隶、古隶及汉隶多种风格，为研究西汉文字演进与书法艺术

提供了重要依据。

【关键词】芒砀山汉墓；墓塞石刻；篆隶过渡；西汉梁国 

朱梦远

引言

河南永城芒砀山汉墓群出土的墓塞石刻，以其

文字资料数量之丰富、内容涵盖之广泛，在汉代考

古发现中尤为罕见。部分塞石表面刻文密集，近乎

一篇短文，内容涉及工匠姓名、纪年、石材尺寸、

职官名称、陵寝方位布局、墓室定名与功用等多个

方面。这批材料不仅是研究汉代陵墓建筑、历法变迁、

度量规制的重要实物依据，同时也为书法艺术演变

及文字学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一、石料来源

自 1990 年起，考古单位陆续于保安山二号墓、

保安山柿园墓、窑山二号墓、僖山二号墓等汉墓的

墓道与甬道内，清理出大量刻铭墓塞石。此类塞石

可能源自同一采石地点。

经勘查，上述墓葬所在山体周边未见大规模开

采遗迹，且山表多为页岩，其下亦为页岩与石灰岩

互层，地质条件均不适于开凿墓塞石所需之大规格

石料。芒砀山群中，保安山石质最佳，较宜开采制

作塞石，其西南侧至今仍保留古代采石遗迹。《水

经注·获水》谓：“获水又东迳砀县故城北。应

劭曰：县有砀山，山在东，出文石，秦立砀群盖取

山之名也，王莽之节砀县也。山有梁孝王墓。”[1]

梁孝王葬于砀山，历来史载无异，今考古所见

梁孝王墓即位于保安山。西汉时有芒、砀二县，砀

县属梁国，高祖刘邦早年曾“隐于芒、砀山泽岩石

之间”[2]。

说明至汉代“芒”“砀”仍常分别指称。芒砀

山亦简称为芒山。《水经注·获水》又云：“陂水

东注，谓之谷水，东迳安山北，即砀北山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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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安山即今保安山，保安山实为砀山的一部分，

其南麓曾有保安镇。砀山以北最高峰为芒山，保安

山为芒砀山群中仅次于芒山主峰的山体，不仅山势

高大，石质亦优于芒山等地，是一处条件优越的天

然采石场。《汉书·地理志》亦载：“梁国，故秦

砀郡，高帝五年为梁国……县八：砀，山出文石。”[4]

唐代李白也曾目睹了芒砀山上万人采石场景，并留

有《丁都护歌》云：“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

万人凿盘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

可见，至唐代保安山仍然是重要的采石基地。因此，

窑山、僖山等处汉墓所用墓塞石，很可能均采自保

安山西南侧，经加工后运送至各墓葬所在地。

二、石刻分布

芒砀山群的保安山、夫子山、铁角山、僖山、

窑山等山体中共埋藏汉代墓葬数十座。而在这些汉

墓发掘过程中，大多汉墓都有数量不等的刻有文字

的墓塞石出土，其中以保安山二号墓、保安山柿园墓、

窑山二号墓及僖山一、二号墓出土数量最多 [5]，内

容丰富，且涵盖了篆书、隶书等多种书体。

保安山二号汉墓为梁孝王王后李氏之墓，位于

保安山北山头，南面与梁孝王墓（保安山一号墓）

并列，相距约二百米。保安山又称安山，在芒砀山

群中仅次于芒山，为第二大山体，位于芒砀山主峰

东南。1990 年当地村民在其北山头开山采石时发现

了这座汉墓，1992 年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当地文化部门开始进行全面考

古发掘。该墓在芒砀山汉墓群中规模最大，构造最

复杂。它的发掘不仅为研究西汉陵寝制度提供了重

要的实物资料，也发现了西汉铁制工具的进一步使

用。该墓亦是迄今发掘所见出土墓塞石数量最多的

汉墓，同时也是墓室规模最大的石崖墓。今在该墓

的东、西墓道发现多处盗洞，表明历史上该墓曾多

次遭到严重的盗掘。墓道内靠近墓门及侧室门道的

墓塞石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但仍然清理出墓

塞石三千余块，其中东墓道处发现完整塞石二百余

块，前庭处发现完整塞石八百六十余块，一号甬道

处发现完整塞石四百三十余块，二号甬道发现完整

塞石二百余块，三号甬道发现完整塞石四百余块，

西墓道发现完整塞石六百三十余块。这些墓塞石上

大多刻有文字，少量墓塞石上还有朱书文字。

保安山柿园汉墓为梁孝王之子梁共王刘买之

墓 [6]，位于保安山东南部。1986 年被当地开山采

石的群众发现，后经有关部门批准，于 1987 年由

原商丘地区文化局进行发掘。该墓墓道及甬道全部

被塞石填充，清理出墓塞石两千余块，其中有一百

余块塞石上刻有文字，其上共发现刻字一千一百字

左右。据当地文物部门记录，这些刻字塞石自东向

西第八排以东较多，而且越靠近墓门刻字石条越多，

上层封石及第八排以西的封石几乎无刻字，刻字位

置多数在石条的下面右侧，其次在石条的中部或右

上位置，少数在石条的侧面。这些刻字均为竖行，

两行者从右向左读，少数也有从左向右读的，字头

皆朝向墓门，个别石条的刻字不成句，亦无连贯文

意，只记录了一些零散的信息，如只刻“甲”“乙”

等编号或“甲”和其他几字分散刻于同一石面。[7]

窑山二号汉墓位于窑山山顶北侧。窑山是芒

砀山群中偏西北的一座小山，其正东方向是芒砀山

主峰，目前在该山已发掘两座大型石室墓。该墓

1989 年由当地群众在附近追捕狗獾时发现，同年

原商丘地区文化局对墓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当

时出土报告中称其为“前窑汉代石墓室”[8]，1993

年原商丘地区文物队再一次发掘时将其改名为“窑

山二号汉墓”。此次发掘，出土汉代器物一百余件，

在墓室南北两壁及墓道内发现带有刻字的塞石二十

余块。该墓与保安山一、二号墓及柿园墓不同，为

一处石室墓，相比需数十年才能完成的石崖墓，其

形制简单，规模也较小，主要由一个墓室及墓道组

成。但从该墓中出土的刻有“曹君宝石”“孟子天

石”“漕载次君”“皇儿”“皇伥”等字塞石来看，

此墓主身份并不普通。我们知道“天石”“宝石”

不是一般的贵族身份所能称呼的，再者，塞石中的

“皇儿”“皇伥”应是墓主人的后人为其刻石的

自称，后人能够以“皇儿”“皇伥”自称也足证墓

主人身份之尊贵。当地文物部门称此墓与窑山一号

汉墓为西汉中期以后至西汉末的梁国国王和王后的

“夫妻同茔异穴合葬墓”[9]。此说较为符合西汉梁

国后期的发展状况。梁孝王以后，梁国一分为五，

分别为梁国、济川国、济东国、山阳国、济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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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四国土地相继归入汉郡。[10] 到梁襄王时，汉武帝

有意削弱诸侯王势力，《史记·梁孝王世家》载：

“‘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无良师傅，故陷不义。’

乃削梁八城，枭任王后首于市。梁余尚有十城。”[11]

汉武帝用借罪削地的形式又削掉梁国八城。此时梁

国仅余十城 [12]，国力早已大不如前，再难长期承

担“石崖墓”建造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至

汉成帝元延年间，梁王刘立又因杀人罪，被成帝“削

立五县”。所以，“石室墓”的最早出现和流行应

在西汉中期以后至末期。故推测此墓应为汉昭帝之

后的某位梁王或梁王后之墓。

僖山一号汉墓，位于僖山山顶东侧。僖山是芒

砀山群中最东的一座，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西

与保安山相望，其南麓山下即为芒山镇僖山村。目

前在该山已发掘和清理出三座墓葬，其中有两座石

室墓（僖山一号汉墓和僖山二号汉墓）以及一座汉

画像墓，1984 年商丘地区文物工作人员在僖山考察

时被发现，随后为进一步厘清墓葬情况，经国家文

物局批准，商丘地区文物局于 1986 年对此墓进行了

考古发掘。当时称僖山王室贵族墓，并认为疑似西

汉晚期梁夷王刘遂的墓葬 [13]，亦有学者认为此墓为

梁王刘嘉之墓。[14] 该墓为一座竖穴石室墓，墓内出

土汉代玉器、兵器、礼器共计千余件，并在墓道后

段清理出墓塞石四百余块，其中大部分塞石上都刻

有文字。

僖山二号汉墓位于僖山顶部正中位置，一号汉

墓在其东侧，两墓东西相距五十米左右。其亦为竖

穴石室墓。1993年该墓被盗，破案后文物得以追回。

后经批准，1995 年商丘地区文物工作队联合当地文

物部门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出了少量的

陶器、铜器、玉器。该墓平面似“甲”字形，由墓

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墓室内共发现带有文字的墓

塞石 53 块，主要位于室内南北两壁和顶部斜坡上，

墓道部分由于山体四周已成悬崖，墓道内的塞石无

法进行清理，故暂未发掘。该墓与僖山一号汉墓皆

是位于僖山山顶的主墓，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其

中出土的玉衣片的孔穿内还残存有金丝或金箔，说

明墓中的原殓服为金缕玉衣，其为汉代规格最高的

丧葬殓服，二号墓为梁国某王或王后之墓毋庸置疑。

僖山一号墓多见兵器和礼器，而该墓则未见兵器，

只有少量玛瑙串珠等女性饰品出土。僖山一号墓封

土有近八米之厚，而该墓封土厚度则不足五米，王

墓的封土冢多大于王后墓。再据芒砀山群其他汉墓

的规律，王墓一般南北并列，王墓在南；东西反向的，

王墓一般墓道朝东，王后墓道朝西。故该墓应为僖

山一号汉墓的王后墓。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理上述墓葬出土的墓塞石

过程中，不论是墓道内塞石还是甬道内或前庭内塞

石，封堵时都考虑到了空间限制和难易程度，并且

经过极其细致的设计规划。一般底层塞石都较厚，

保安山二号墓中西墓道最下层塞石体积是最上层塞

石体积的一倍。三个甬道内的塞石，因空间限制，

封堵更加困难，故上层塞石更薄一些，这样封堵时

就较为容易。另一方面，为了使甬道内塞石不易因

倾斜而滑脱，凡是甬道斜坡的底端都采取了榫卯结

构。为了将甬道内空间完全塞实，三个甬道内塞石

被逐排塞堵，并根据塞石大小、位置标注序号，这

也是为什么在一些塞石上出现了序号、尺寸等信息。

诸如此类，表明当时墓塞石在堆叠时经过了精心设

计和合理的安排，体现了汉代匠人高超的工艺和惊

人的智慧。

三、文字内容

永城芒砀山汉墓出土墓塞石刻文字篇幅较短，

多则二三十字，少则仅一二字，以十余字较为常见。

目前已清理刻铭塞石上万块，按其内容可分为以下

几类。

（一）记录墓塞石位置的刻字

如窑山二号汉墓墓顶北坡出土的刻有“北”

字的塞石，僖山一号墓南北两壁上出土的刻有“东

北”“北”等字的塞石，以及保安山二号墓出土的

“西宫东北旁第一三”“东宫东北旁第三二”“东

宫东南旁第三四”“西宫东北旁第二二第二北”等

石。这些塞石刻字所指示的位置与实际发掘清理时

的情况基本一致。还有一些塞石仅刻有数字编号，

这类塞石在保安山二号墓出土较多，其所刻编号表

示具体的位置。如“第廿一十二”“第五廿二”“第

八五十六”“第三五十八”“第九二十三”“第

五五十一”等石，我们以“第廿一十二”为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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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用于数词前表示次序，“廿一”为当时封堵时该

石所在层数，“十二”为该石所在的列数，此顺序

与发掘时的顺序吻合。这种记录方式科学高效、准

确严谨。保安山二号墓还出土了十余块刻有“始施

南方”“南方三施”“四施南方”“五施南方”的

塞石。这些塞石位于其 2 号甬道，其“施”字，古

代通“挖”，“挖”是“拖”的本字，也作“抛”，

其义为牵引、曳引，在这里可以释为拖运、运输，

应与塞石等石材的施工有关。“南方”则表示方位，

“始”“三”“四”“五”等表示“施南方”的次数。

以上种种，反映了当时墓塞石的施工事先有着周密

的规划及细致的步骤，每块墓塞石的编号都对应着

具体的摆放位置，并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施工。

（二）记录墓塞石尺度的刻字

这类塞石一般先记录厚度，再记录广（宽）度，

最后记录长度。部分“厚”字写作“㫗”字，“长”

字则用“袤”字代替。“袤”在汉代与“长”字通用。

《说文·衣部》：“袤，从衣矛声，一曰南北曰袤，

东西曰广。”[15] 此处的“袤”字指塞石的纵长。

西汉时，尺度等度量衡已经十分成熟。《汉书·律

历志》载：“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

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

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

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

矣。其法用铜，高一寸，广二寸，长一丈，而分寸

尺丈存焉。”[16] 可见，此时度量衡已形成规范体系

并被广泛应用。出土塞石中凡表示尺寸的数字均用

“一”“二”“三”“四”“五”等写成。在“尺”

和“寸”字的前面为“一”的数字有时会省去不写，

而直接写作“尺”或“寸”，“尺”字后边有时也

简省“寸”字而不写。部分塞石仅刻“厚”或“广”

其中的两项，亦有仅刻其中一项者。值得一提的是，

图一 记录墓塞石位置的石刻拓本  选自中州古籍出版社《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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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记录墓塞石尺度的石刻拓本  选自文物出版社《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

图三  记录墓塞石完工日期的石刻拓本  选自文物出版社《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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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所刻尺寸都是表示该塞石的尺度，如僖山

二号汉墓发现的“此下四尺四寸周”，该塞石经测

量厚 0.41 米，长、宽为 0.6 米，显然所刻尺寸与此

石规格无关，推测刻字内容“四尺四寸”指该塞石

距底部的高度，“周”字则为刻石工匠姓氏。此外，

经实际测量，永城芒砀山汉墓墓塞石上所记录的尺

度，其一尺在 22.7 厘米至 24.6 厘米之间，与以往

学者研究所得数值相近。[17]

（三）记录墓塞石完工日期的刻字

这一类塞石一般多将日期刻于石块的侧面及中

间位置。如僖山二号汉墓出土的刻有“曹二年二月

巳”“二月巳”“九月巳”“八月十四巳”“八月

十五”“八月十九巳”“八月四”等塞石。其中以

刻写某月某日的居多。日期之后的“巳”字，通“已”

字，即完成的意思。日期前的“曹”等字，为刻石

工匠的姓氏。如“曹二年二月巳”，即曹姓工匠二

图四  记录墓塞石石工姓名的刻字拓本  选自文物出版社《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

年二月完成了塞石的加工。还有一类塞石用干支来

表示完工日期，如保安山二号墓出土的“十二月丙

寅”“七甲戌”“七甲辰”“九乙丑”“四月丙申”“乙

丑”等。以“七甲辰”为例，“七”即“七月”，“甲

辰”即“甲辰”之日。

（四）记录墓塞石石工姓名的刻字

石刻中的石工姓名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刻有工

匠名的，如窑山二号汉墓出土的“丁子平”“周

明”“鲁稚”等石。汉代给有重要身份的人筑墓，

往往征调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并在这些塞石上刻

上工匠的名字；二是有工匠及监工名的，如保安山

二号墓出土的“佐崖工禄”“佐昌工婴”“佐崖

工偃”；前者为监工姓氏，后者为工匠姓氏。这类

塞石除了刻有监工与石匠外，大多前面还刻有尺寸

及日期信息，如柿园出土的“厚尺五寸广四尺一寸

袤六尺正月庚辰佐崔工尚”“厚二尺广三尺三寸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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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尺七月甲戌佐则工席”等石。这些塞石应该是在

加工成型后，按要求在塞石上面刻上尺寸及日期，

最后刻上石匠及监工的姓名，此为“物勒工名”制

度之佐证。

（五）其他刻字墓塞石

这类塞石数量不多，有些塞石刻有官吏名，如

窑山二号汉墓出土的“丙田长史”“□大夫”等石，

“丙田长史”中的“丙田”有学者认为是地名，今

于史无载，或为小地名，但更可能是人名。“长史”

一职战国末年已置，李斯至秦，曾任此官。汉时丞相、

太尉、御史大夫诸府均置长史，秩千石，诸侯王也

设长史，负责上计，职如郡丞。[18]“大夫”亦是古

代官衔，汉时设御史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谏

大夫等。《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大夫掌论议，

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无员，多至数十人。

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谏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

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

比千石如故。”[19] 很长一段时间梁国除太傅、丞相

由朝廷直接派驻外，其他文武官员均来自梁王的委

任，上述“丙田长史”“□大夫”很大概率参与了

墓葬的建造。有些塞石刻字或反映墓主身份，如上

文提到的窑山二号汉墓出土的刻有“曹君宝石”“孟

子天石”“漕载次君”“皇儿”“皇伥”等塞石，

可知墓主身份并不简单，上文对此已有论述，此处

不再赘述。还有些塞石刻字较为特殊，在保安山二

号墓出土的部分塞石中还发现刻有标点符号的塞石，

这类标点符号均刻于数字序号之间，分为直线折角

型符号与折角呈弧线型两种。

从目前清理出的塞石刻字中可以看出，记录墓

塞石位置序号的刻字最多，其次为记载塞石尺度、

石工姓名、完工日期的刻字。每块塞石上所刻文字

内容的种类也多寡不一，最多的刻有四类内容，分

别刻有塞石位置序号、尺度、完工日期、石工姓名，

如保安山二号墓出土的“第十一十厚九寸广三尺三

寸长五尺九丙寅何徒印”刻石。

四、书法特征

从书法史视角考察，这一时期正值汉字书写体

系发生显著变革的“隶变”阶段，字体呈现出鲜明

的篆隶过渡特征。永城芒砀山汉墓群出土的墓塞石

刻字，或为篆书，或为隶书，其中多数则表现为篆

隶杂糅的形态，较为完整地呈现了西汉早中期篆书

向隶书演进的实际面貌。依据字体形态及演变程度，

可将这批刻石文字大致划分为“篆隶”“古隶”“汉

隶”三类。

“篆隶”即保留篆书形体结构，以隶书的笔

意书写篆书结构的书体。[20] 永城芒砀山汉墓墓塞

石中的“篆隶”刻石，主要出土于保安山二号墓。

据考，该墓为梁孝王李氏墓。[21] 梁孝王时期小篆

仍是官方正体，因此该墓出土了大量刻有篆书的墓

塞石，其书体结构虽然为标准的小篆，但其点画中

已带有一丝隶意。与官方刻经不同，这些出土塞石

上的刻字书体并无一定之规，书体变化多样。据

整理，“南”字写法有八种，“广”字写法有七

种，“寸”字写法有五种，“厚”字写法有五种，

“第”“旁”“乙”“佐”“袤”“庚”“已”等

字的写法也有四种之多，有的是因简化、讹变而出

现的一些异体字，有的则使用通假字等。值得一提

的是，有相当一部分是将隶变的偏旁或点画写为篆

书，从而形成了一部分与原本篆书不同的书体。如

东墓道塞石刻字书体庄重肃穆，点画粗细一致，结

构匀称规整。而西墓道塞石刻字书体则更加浑朴敦

厚，点画粗细不一，结构紧凑充盈。一号甬道塞石

刻字书体较小，点画瘦硬，而二号甬道塞石刻字书

体则字大盈尺，点画也更加粗阔。出现上述字体写

法与书体风格的多样化现象，一方面反映出刻写者

的不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文字的使用尚不十

分统一。

永城芒砀山汉墓墓塞石中的字体除“篆隶”外，

还有“古隶”与“汉隶”两种。“古隶”即秦书八

体中的隶书。关于秦代古隶，自古以来存在诸多解释。

近代以来随着出土资料的增多，学界更趋向于裘锡

圭先生的解释：“一般把隶书分成古隶和八分两个

阶段。八分指的是结体方整，笔画有明显的波势和

挑法的隶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汉隶。八分形成以

前的隶书就是古隶。”[22] 由此可知，“古隶”处于

篆隶之间。这类“古隶”书体在芒砀山汉墓群出土

刻石字体中占比最多，且样式各不相同。如柿园汉

墓墓道内出土的一百余块刻石文字，既有隶书特点，



视野

71

又有较多秦篆遗风，有的或可称草篆，皆为篆书向

隶体发展的过渡阶段书体。显然，处于篆隶过渡阶

段的“古隶”样式很多，很难像“八分”书一样对

其书体特点进行总结。但是，这些刻字也有共同之处，

就是其书体大多未完全脱离篆书的写法，且整个刻

字书体都较为扁方。正如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

中所述：“西汉人变秦篆长体为扁体，亦得秦篆之

八分。”[23]永城芒砀山汉墓墓塞石中的“汉隶”刻石，

主要出土于窑山二号墓，该墓中除了个别字还保留

少许篆书特征，其绝大多数刻字的书体应属于“汉

隶”的范畴。这批塞石上所刻书体与东汉时期的隶

书已十分接近，其点画朴实、简洁，有些字体完全

是隶书的结构，只是鉴于刻工的刻法及工具的原因，

有明显波挑的书体不多，更多是一种以实用为主的

隶书。

结语

目前西汉出土的石刻数量极少，也正因如此，

永城芒砀山汉墓出土的近万块墓塞石中的数万文字

有着弥足珍贵的价值。长期以来，一些偏远或贫困

地区的文化遗产并未获得足够的重视及保护，如永

城芒砀山柿园汉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曾先

后多次被盗掘，诸多汉墓群出土的刻有文字的墓塞

石至今仍被摆放于墓道两侧，并未进行系统性的整

理及研究。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

更是给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指明了方向。由

此，有必要对永城芒砀山汉墓墓塞石石刻的价值重

视起来，对其进行系统性挖掘、搜集、整理与研究，

可以深入了解西汉民间书法的刻写与变迁。除此之

外，这数万字的墓塞石文献，对于西汉文字演进与

区域文化的研究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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